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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社会史论纲 

馮爾康

    本文以清代人们的等级、宗族、家庭的社会群体生活，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习尚，人口流动与社会

救济，戏曲、节日等娱乐生活，缠足、停丧等社会风气作为研究对象，提纲挈领地考察它们的通常形态、

变化以及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特点；还将注意上述诸种社会生活之间，特别是它们同社会政治生活、经

济生活的相互联系。笔者不仅希望了解清人社会生活是怎样的，而且希望能综合地、全面地探讨清代社会

进程的各种因素。 

    

清人社会生活一斑 

    清朝人都处在有形的和无形的社会组织中，普遍地生活在家庭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被组织在宗族祠堂

里，在政治上人们还普遍过着等级生活。 

    清代平民的家庭由父子两代或祖孙三代构成，同一父亲的两个或多个成年男子通常是分家的。贵族、

官僚和有钱人的家庭结构与此不同，它往往是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所谓大的家庭结构是指后一种人的，

平民的家庭构成不太复杂。家庭成员之间形成多种关系，即父子、夫妻、祖孙等关系，稍大或大家庭尚有

兄弟、叔侄、婆媳、姑嫂、妯娌等关系。家庭以男性成年人为家长，在夫妻、父子关系中，作为父、夫的

家长有比他人为多的权力，家庭经济主要由家长创造和掌握。女子除进行家务劳动外，南方的多半参加农

业生产。在纺织业发达的地区，女子的纺织足供个人的生活。女子还作为生育工具，她们的生活是操劳而

艰辛的。富贵家庭的妇女不从事生产，但是“别内外”的规条对她们又是无形的桎梏。家庭财产由男性成

员继承，寡妇要由丈夫家族为其立后才有继承权，女儿对娘家财产无权染指，所以财产继承上也体现出重

男轻女的原则。由婚姻而有夫妇，才形成家庭。清人婚配原则既重门第又重财产，不过更重视后者，惟在

良贱通婚上禁忌甚严。女方争索财礼，而男方又要赔嫁。婚姻仪式按礼法规定，非常繁琐，铺张浪费，影

响男女双方的家庭经济。平民家庭多是一夫一妻，富贵者则广肆纳妾。清代夫妻关系不管感情如何，比较

稳定，很少离异的。家庭中人们地位的不同，很容易形成各种矛盾，而以家长与属员的矛盾为主，具体表

现为父子、夫妻、婆媳、妯娌的冲突。 

    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有的家族有几十人、几百人以至几千人，北方也有这种情况，但少一些。

聚族而居的宗族，常常建立它的组织——祠堂。宗祠内包含同一祖先的各派子孙，是未出五服的血缘近亲

和出五服的亲属的联合，而基础则是宗族成员的家庭。祠堂有族长、族副等一套组织机构，大家族尤其完

整。它制定宗规家训，规定族人的职业、族人对宗祠的义务、家长的理家权，以及族人的其他行为准则。

它经常实行对族人的宗法的、伦理的教育，审理族人内部纠纷，处罚族人，拥有向政府的送审权。有个时

期，法令甚至允许它处死族人，俨然是一级政权。宗族内部族长和有政治身份的人掌握祠堂，与一般成员

产生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族人间也有财产纠葛。祠堂与外部矛盾也很多。不同宗族的纠纷，使社会上生

出许多案件、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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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人在政治、法律上的地位很不平等，形成下述的种种等第： 

    皇帝。臣民之主，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清朝由于实行军机处制度，使幕僚长的军机大臣部分取代准

宰相的大学士权力，进一步削弱了相权，使皇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贵族。内分宗室贵族与异性贵族两种。宗室贵族除有世爵、赐田、八议中的议亲等权力外，政治地位

又比历朝的上升。清代宗室封爵为十二等，前九等是超品级的，第十等与一品官的大学士等同，第七等与

异姓公爵同品级，其地位远远高于民公与官僚。异姓贵族自三藩叛乱之后没有王爵，由因功而封的公爵以

下世职组成，享有八议及恩荫等特权。 

    官僚。现任文武官员组成，内部可分三品以上的大僚、四五品的中级官员、六品以下的下级官员三个

层次，它们有着不同的优免权、赠封权、司法诉讼上的特权、执行公务与部民纠纷上的特权。大臣还有恩

荫权。 

    绅衿。由退职的官员和有功名的进士、举贡生监组成。享有部分免役权、司法诉讼上的特权，还有不

成文的、习惯上的特权，如干预地方政治的权力。 

    平民。包括没有政治身份的地主、商人、自耕农、佃农、手工业者、僧道，处于良人地位，他们的财

产及与他人形成的生产关系受法规保护，同时有纳税应役的义务。这中间的佃农，实际地位原低于地主，

雍正年间制定禁止地主擅责佃农的法令，他们的地位有所上升。 

    雇工人。被绅士、地主、商人、手工业者以及佃农雇用的农业、手工业工人，原来的地位介于良人和

贱民之间，经过乾隆年间的改制，凡与雇主平等相称、同坐共食的升为良人，主仆相称的仍为雇工人。于

是绅士等有身份的雇主的雇工政治身份低，雇主身份一般，雇工身份就高。 

    贱民。其中的奴婢，有卖身的，有家生的，有投靠的，主要从事家内劳动。他们是主人的财产，受主

人人身控制，不能告主、叛主，政府不允许任意杀害他们，但他们的主人可以根据本身的政治权力减轻杀

害罪，所以他们的生命并无保障。教坊司乐户是官奴婢；山西、陕西的乐户，绍兴府、宁波府的堕民，苏

州府的丐户，广东的旦户，由前代官府规定或地方恶势力长期奴役而形成，从事贱业，同于乐户；宁国的

世仆、徽州的伴当，也是长期形成的贱民，附属于主家。这些贱民在雍正年间的法令中开豁为良，惟和声

署取代了教坊司，乐户得以从良，其他贱民由于改变职业的困难，仍处于贱民地位。此外政府的皂隶也属

于贱民。贱民不能同良人通婚，不得读书入仕。他们没有人格，没有政治权力。 

    人们组织在家庭之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初级的社会群体。由不同类型的家庭组成各种社会等

级，等级是封建时代的主要社会结构。同一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的宗族，也把人分为庶族的、望族的不同

等第，影响人的生活。家庭、宗族、等级是清代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人们生活在这些结构之中。 

    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是社会史的研究内容，但物质生活的规制、崇尚及其变化却是社会史的考察对象。 

    服饰方面。清朝像历代王朝一样有一套定制，天子、贵族、官僚、士人、平民、贱民各有规定的服装

及装饰品，用料、颜色、刺绣、饰物均依政治身份而有差别，是所谓重名器、别贵贱。清代由于是满族当

政，改变明朝汉人服式，而推行满装，其中官员的特点可用“孔雀翎、马蹄袖”来表明。服饰既然表示人

的身份，任何一个等级的人都想改变自身的服制规格，使用高于自身等级的服饰，所以经常出现服饰违制

的事。清朝屡次下命禁止，但无结果。发式和服饰紧密相关，清朝强制推行满人发型，汉人是“男从女不

从”，男子剃发脑后梳辫子。 

    清人主食有较大变化，在米、麦、谷之外，玉米、白薯增加进来。政府提倡种植白薯，宣传它的多种

用途。人们在口食紧张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接受它。美味玉食历来为富贵者所追求，清代官绅商贾随着

时间的推移，要求越来越高，口味千变万化。如京中宴席，康熙时滦鲫、黄羊为佳品；乾隆中则盛行填

鸭。在饮食业中，茶馆在一些地方兴起了，出现“遍地清茶室”的现象，人们进茶馆成了一种风尚。 

    居住方面。官民住宅方位、房舍式样，清朝政府都有一些规定。太庙、品官家庙的房屋间数、高低、

大小、门垣数量的定制，最可以反映清朝的这种制度。在首都，皇宫在中间，内城居住贵胄、官僚和满

人，南面的外城是商人活动处所，符合于历来都城北朝南市的等级规制。外城“家隘而压低”；内城“巍

峨华焕”，“其巨者略如宫殿”。有的城市还分出满城和汉城。一些地方贱民集中居住，如宁波的贱民居

住区称“贫巷”，房舍矮小。有些地区的绅士地主不乐于僻居乡村，跑到城市，加上工商业发展等原因，

城市人口在增加，城内建筑加多，空地减少，流经的河道成了污水沟，人们居住环境在变化。人们为改变



居室条件，讲究建筑质量，尽财力的可能进行雕饰，有的地方出现“宇尽雕镂”的情况。富贵人为游乐，

建立各种花园。皇家拨巨金建设圆明园、颐和园、避暑山庄，使它们成为皇帝经常使用的办公室、起居

室、娱乐园。富人建的花园散布在全国各地，有的园林规模之大，十日也游不尽。 

    清朝规定各种贵族、品官的轿子、车辆的形制，饰物的质量、颜色，车辆引马的数量以及引马的饰

物，令人看到车辆、轿子就知道它的主人的身份。为了维持交通秩序，清朝设立了相关的制度。如在运河

道上，船过河闸，先进官船。次及商民货船。有的地方有人以发展义渡为风尚，私人出资修桥，或置船雇

夫役，免费摆渡行人。有的地方还有人以发展茶亭为美事，施茶给过往行人。 

    在清人物质生活习尚中，我们看到： 

    （1）不同等级的人有着严格的差别。 

    （2）物质生活的崇尚在不断地变化。一方面人们总有对美好的生活的追求；再一方面是人们不惜逾

制突破法令的有关规则。 

    （3）人们的物质生活习俗与地区有很大关系，南北各不相同。 

    （4）各民族有自己的生活习尚，但满人强迫汉人接受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 

    清人，特别是平民百姓，文化娱乐生活很贫乏，然而人们的生活情趣还是高昂的，总在设法搞点娱乐

活动，以调剂单调的生活。当时的娱乐有经常性的，而更多的是体现在婚嫁、丧葬、节日、庙会等形式

中。 

    清代戏曲形式很多，流行昆腔、弋阳腔、梆子腔、鼓吹、吹打、十番、弦索、皮簧和京剧。前期昆腔

为人所喜，清末京剧取代了它的地位。皇帝有内府戏班，演技和道具皆精。乾隆时爱看《西游记》、《封

神榜》等小说改编的神仙鬼怪戏。京城有几家戏班子，供士大夫欣赏。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多私设戏班

子，除供自家观赏，还用以在属民富人中打秋风。有的地方有在官乐户，官员宴会，命之歌舞佐酒。一些

工商业、交通发达的城镇，如苏州，有民间梨园。乾嘉时期，遍布城乡内外。戏班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还

到集市上卖艺，“听观如堵”，受到三教九流观众的欢迎。 

    清人的节日很多，有国家法定的，有传统的。节日生活，仪式而外，就是吃和玩。玩往往是看各种表

演，或亲身参加某些演出。如元宵节的看烟火和龙灯，五月的龙舟竞渡，七月鬼节的盂兰盆会看僧道的做

法场。民间的春祈秋赛，也多有演出。 

    庙会是流行于全国各地的民间贸易、娱乐形式。许多人，特别是南方人，不论信佛与否，爱作寺庙之

游。有些寺院有定期的庙会，一连开几天，届时司事者多定戏班，作连台的演出，还有踩高跷、耍猴戏、

练武术、唱鼓书等曲艺杂技形式的表演。人们打扮一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拥向寺宇，“举国若狂”。

有的官员以庙会上男女混杂，有伤风化，加以禁止。江苏巡抚汤斌在苏州毁淫祠，但他最终是失败了。苏

州人的寺庙之游一直很兴盛。 

    家庭喜庆的娱乐是经常有的。娶亲、做寿，事主根据经济条件雇戏班子唱戏，或者有亲朋送戏。这些

当然是富贵之家才能有的娱乐。丧葬本来是不能庆祝的，但有的地方把它视作“白喜”，有亲戚送戏的。 

    打牌是清代各阶层人的活动，但它流行在男子中，妇女中只有官眷才有闲情作这种游戏。它同时是赌

博工具，往往造成一些人的倾家荡产。 

    嫖妓和赌博一样，都是不正当的娱乐。嫖客把对方置于被侮辱被蹂躏的地位。妓主要是女子，有卖身

的，有卖艺兼卖身的。乐户、堕民、旦户都兼营妓业。优人亦有兼卖身的，是为男妓。京城嫖客多有爱男

色的。乾隆中两个状元同庆成班、保和班优人相好。文人以挟妓在南京秦淮河、苏州虎丘、杭州西湖、扬

州瘦西湖冶游，作为风流韵事。 

    清代人口增殖极快。据记载，历代户口统计，自汉至明，在四千万至七千万间徘徊。清朝自行摊丁入

亩和废除编审制度后，人口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多，跃增至道光间的四亿。人口自然分布，康熙中，浙江、

江苏、山东、福建、陕西、江西人口密度大，乾隆时，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等省密度居

前列。它表明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黄河下游人口众多。 

    清人的职业，农业为主，商业和手工业次之，出仕和以文为生的又次之。这是封建时代的基本职业构



成。但是清代人口职业流动较前朝为大，特别是康熙中期以后，工商业发展，人口由农村的农业转向城镇

的工商业，像苏松的纺织业、景德镇的陶磁业、云南的铜冶业的工匠，多是异乡的农民流移来的。这样工

商业与城镇人口增加，如乾隆间杭州府城乡人口中，市民占总人口的10．26％，在那个时代这个比重是很

大的了。又如道光间，福建灶户人口占土著人口的1．l％。制盐户占到这个比重是应当引人注目的。 

    清代人口增多，耕地与职业有限，产生过剩人口，出现大量的流民。清初有人讲当时“闲民十之

六”；清中叶龚自珍讲：“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始终有那么多无业游民。他们毫无生活

保障，四处游荡，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为盗贼，入会党，参加农民起义队伍。 

    失业人口的一项出路是外出谋生。南方人口密集区的失业者除走向城镇外，就是向丘陵地、山地进

军，开发处女地；这些人就成为棚民。开始清朝政府从治安考虑，不承认他们的迁移，后来允许他们著籍

和参加科举。棚民开荒，提供经济作物和玉米，活跃了商品市场，但他们与土著有矛盾，出现土客籍的斗

争。 

    民间自发迁徙是没有计划的，但地理环境、历史因素等原因，却帮助形成固定的流向。如山东人闯关

东，河北、山西人到口外，湖广人去四川，长江中游人去云南，东南沿海居民出洋及开发沿海岛屿，这些

多是人烟稠密地区向地广人稀的边疆移民。 

    生产高产作物杂粮和迁徙等方法，并不能解决膨胀了的人口的存在问题，社会救济事业因而比前代兴

盛。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养赡老病无依靠贫民的养济院，施药施棺的锡类堂，资助寡妇的恤嫠堂，安顿流

民的栖留所等善堂，在一些城市出现。在南方，连一些市镇上也有。这类善堂有的是官设的，多数是民办

的。政府鼓励兴建，给创办者以优免权和职衔。政府和社会上层人士希望以此收到民心稳定的效果。事实

上善堂不可能解决贫民生存问题，人民也不对它抱有幻想。 

    

社会生活表现出的清代历史特点 

    综合考察上述社会现象与其他历史现象，就可以发现诸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影响，它们在历史整体中的

地位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社会生活在清代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甲、民族的生活习俗在一定条件下规定和影响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影响清朝统一中国的进程。 

    前面说到清人的服装发式遵从满人习惯。这是一场流血战争的结果，这样说，还不是空泛地指清朝入

关统一的战争，而是指为服装发型的形式而进行的战争，也即因民族生活习惯的冲突而导致的战争。 

    满人的发型是“小顶辫发”，即剃去头颅前半部头发，而在脑后梳辫子，明代汉人发式是“大顶挽

留”。两个民族的发型以剃发和束发为各自的特征。满人衣服紧身窄袖，汉人的宽长肥大。满汉两族各有

自己的发式服制。 

    清军于顺治元年（1644）五月入关之初，就宣布剃发易衣冠的法令，强迫汉人遵行满人服饰发型制

度，从而在生活领域中产生满汉矛盾。同年，清政府发出圈地令，允许满洲贵族和将士抢占汉人土地，在

经济领域制造民族矛盾。接着投充、逃人问题严重起来，又为满汉矛盾增添了政治、经济内容。在对待汉

官问题上，清朝政府也采取歧视政策。清朝入关之初，满汉矛盾体现在多方面，并不只是在生活习俗一点

上。 

    汉人强烈反对满人的民族压迫政策，清朝政府不作大幅度让步，但剃发令在推行不到一个月即予取

消。可是，第二年六月，在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后又重新宣布剃发易服令，而且执行坚决，宣称“留头不留

发，留发不留头”，以死威胁汉人。出乎清朝的意料，汉人以“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坚定态度予以反

对。江南原来降清的地方，以此奋起反抗，乃有江阴抗清、嘉定三屠等著名历史事件的产生。换句话说，

没有第二次剃发易服令，就没有那样激烈的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抗清是逼出来的，其原因就在发式衣冠

的改变，触动了每一个汉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汉人认为发肤是父母所生，剃发就是忘掉祖先，就不配做

人，所以竭力保护。 

    清军入关一年的时间，就击败当时主要军事集团李自成大顺军和弘光政权，而后来统一西南，消灭永

历政权等势力却用了十六、七年的时间，其原因就在于清朝坚持以剃发易服为投降条件，从而影响汉人的

投降。顺治十一年（1654）清朝对郑成功诱降，以剃发作条件，遭到拒绝。康熙元年（1662）郑经嗣位，

表示臣服清朝，以“不登岸，不剃发易衣冠”为交换条件，清朝未加允许，故郑氏集团又独立了一段时



间。实行剃发易服令，推迟了清朝统一中国的进程，可见它对清代历史的影响。 

    在清初，有几种社会矛盾，满汉矛盾是其一，此外有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农民军余部与明朝残余势力

的矛盾等。满汉矛盾的诸项内容中，圈地、投充、逃人、歧视汉官等内容都未引起大的社会反响，惟有剃

发易服的推行与否造成社会变化最大。所以当时的满汉民族矛盾以剃发易服为主要内容。综观清初诸种社

会矛盾，在清军入关至消灭弘光政权的一年中，由于剃发令的取消，民族矛盾的严重程度不足以影响清朝

的向西、向南进军，这时的中国社会矛盾，仍以阶级矛盾为主，满汉民族矛盾居次要地位。史可法要求与

多尔衮共同问罪秦中，就是阶级矛盾为主的表现。第二次剃发易服令宣布后，形势大变，激起汉人强烈反

对。农民军余部与南明势力合作抗清，就是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其中关键的变化就在剃

发易服令的实行。所以满汉民族矛盾地位的升降取决于剃发易服令的实行与否。剃发易服成为清初满汉矛

盾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决定性因素，也即影响清初历史进程的社会要素。 

    清初以后，汉人接受了满人服式发型，但它仍然是满汉矛盾的一个敏感性内容，汉人因此而陷入文字

狱的不乏其例。太平天国以蓄发作为反清标志，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下令留发剪辫子，表明有

清一代满汉在发型上都有斗争，不过后来的没有清初的那样激烈。 

    服饰发型似乎是生活小事，无关历史发展的宏旨，然而清初的剃发易服竟然造成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

的历史事件，竟然规定和影响社会矛盾的变化，影响清朝统一的进程，成为重大的历史变化的因素，是不

可不加以重视的。应当把它同当时历史的其他现象联系起来作统一的考察，给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其

实，发式服饰不只是在清初起作用，孔子早就讲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

民族关系中，都有发型服饰引起的斗争。应当把它们同其他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来考察。 

    还需要指出，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社会，不同民族生活习俗的冲突是在这种特定条件下发生的，它

比在汉人统治的朝代中所起的作用要大。 

    乙、清代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宗族组织，与政权结合，强化对人民的管理，调节社会矛盾，模糊阶级

界限，稳定封建的农村经济结构，是造成清代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 

    宗族、家庭内，宗祠对族户，长辈对晚辈，父家长对家属，丈夫对妻子，层层管辖；国家从中央到州

县都用保甲系统加以统治，使民人处在“保甲为经，宗法为纬”的网络之中，无法逃脱封建控制。人民稍

有越轨行为，首先遇到家法、宗法的处置，接着是国法的惩治，民人若想干出“犯上作乱”的事，就不能

不想到宗祠的惩罚和送官审判，以及国法的株连父母妻子。所以宗族结构坚固的地方，族人本身不敢违犯

宗规国法，也不会接交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使“奸伪无所托足”。有的宗族还能组织家族武装，参加政

府军队对农民起义军的镇压。宗族制度盛行，起着维护地方封建秩序、稳定封建政权的作用。 

    宗族、家庭进行宗法伦理教育，举行祭祖活动，宣扬尊祖敬宗。孝顺父母、和睦宗族、整肃闺门、厚

待姻党、善御下人等思想，用血缘关系抹煞人们政治生活上的不同地位。有的宗族有赡田、祭田、义庄田

等公共经济，在族内实行赈济，援助鳏寡孤独和失去生活能力的人；有的举办宗族义学，帮助贫寒子弟读

书。宗族经济上的互助，是富人以赡田、义庄的公有性，掩盖族人财富占有不平均的事实。同时，宗法维

护族人土地及其他财产的所有权，惩办侵犯它的族人。所以宗族一方面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关

系，同时以小恩小惠的救济形式模糊族人阶级界限，掩盖宗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在贫富对立、等级差异等

方面，宗族经济起了调节社会矛盾、稳定封建经济结构和等级秩序的作用。 

    清朝宗室贵族在贵胄、官员结构中，处于异姓贵族和品官无法比拟的显赫地位。他们参加并控制议政

王大臣会议，在建立和巩固清朝的统一政权中起了重大作用。议政王大臣会议废除后，他们出任军机大臣

等重要职务。直到清末，仍执掌政治、军事、外交大权，最后乃有宗社党出现，极力维护摇摇欲坠的爱新

觉罗氏政权。有人认为清代政治呈现出宗室贵族家天下的某种色彩，是有一定道理的。宗室贵族在社会结

构中的地位及其政治活动，巩固和强化了清朝政权。 

    平民等级中，包括富有的剥削者地主、大商人；也有贫穷的被剥削者佃农、雇工，小有生产资料和财

产的自耕农小商人、手工业者。这里有本来是主佃关系、东伙关系的对立阶级，但国家以法律条文上的一

视同仁，冲淡或抹煞了它们间的差别，充当了阶级矛盾“调和”者的角色，减少社会冲突。 

    清代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局部变化，如多数雇工跻身于良人行列，提高了地位；乐户、堕民、丐户、

旦户、世仆、伴当等贱民，从法令上得到解放，有了脱离贱籍的可能。雇工人和贱民的变化，趋势是社会

低层的人向高处走，没有人格的人在减少。从社会结构上看，这是一种进步。乐户、堕民等的解放，经历

了清朝的数百年的过程，这个变革来得很不容易。 



    社会结构有些微的变动，但总的情形却是稳定性占主导地位。从皇帝到贱民的森严的等级结构，中国

进入封建社会以来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不同时期某个等级强大一些或弱小一些，贱民中有些人消

失了，有些人又产生了。宗族结构也是这样。清代缺少像东汉魏晋南北朝那样的豪宗巨室，但宋元以来的

祠堂制度，至清代最完善，宗规家训最严整，在某种意义上说宗法制度加强了。宗族、家庭、等级制度又

结合在一起，家长与家属是不同“等级”，宗族、尊长、富贵者与卑幼、贫贱者也是不同“等级”，宗族

的祭祀实行议功议贵的原则，富贵的死鬼进享堂，贫贱的亡灵只能向隅而泣。死去的祖宗也被人为地分成

等第，宗族、家庭、政治身份三者一起维持封建的等级制度。 

    总之，清代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事实上有利于清政权的巩固。被压迫的社会力量难于成功地反抗统

治者，新的社会力量难于出头。社会因而很难前进。 

    丙、清代女子比前代受到更系统更具体的封建压迫，她们的创造力受到严重的束缚，这也是形成清代

社会不能较快发展的一个原因。 

    清代女子生来就有两种灾难，一是出世就可能被淹死。在贫穷家庭，由于养不活，或者怕将来出嫁时

无钱赔送，或者希望尽快再生男孩（有婴儿哺乳影响迅速受孕），因而溺死女婴是普遍的现象，在一些地

区尤其流行。清朝地方官屡加禁止，有的地方建立育婴堂收养女婴，然而民众经济贫困的问题不能解决，

溺女就成为不可能根绝的现象。再一种是缠足。裹足是童年开始的事情，它摧残幼女的身心。满人女子

“修头不修脚”，是天足，清初禁止缠足。汉人忸于积习，要求驰禁，裹足如故。缠足盛行于北方，南方

有些地区天足。当时人以莲足为美，更重要的是以之为女德，大家闺秀、夫人一定要三寸金莲，否则“母

以为耻，夫以为辱，甚至亲串里党传为笑谈，女子低颜，自觉形秽”。而一些地方又不许婢女、下人缠

足。裹足本来是对女子的摧残，但却以此区分贵贱。事情的无理乃至于此！清代中后期颇有文人反对缠足

的，钱泳以民族体质、国家兴亡为重，主张天足。太平天国实行放足。清末出现许多戒缠足会，鼓吹天

足。裹脚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封建制度下夫权的产物。 

    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令女子落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任人摆布的地位，她们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力。

它使多少女子过着终身没有夫妻感情的生活，也使多少女子落入不道德的男女关系中。婚姻的买卖实质，

使女子成为男子的财产和生产传宗接代人的工具，男子可以把妻子当作财物出卖和典出。在灾荒之年，卖

妻的记载不绝于书。天灾人祸之下，卖妻的男子也是不幸的，但是他将部分的不幸转嫁到女子身上，妇女

实是处于灾难的深渊。 

    丈夫死了，还在支配妻子。社会、宗族、家庭要求她守寡，许多宗谱规定，对族人的再嫁妻，书写上

不写应写的“配”字，而写“纳”字，形同侧室，以示贬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在清朝特别

流行，清朝政府比任何朝代都注意旌表寡妇，贞节坊矗立于各个城市，这实在是妇女非人生活的标志。宗

族对寡妇的经济支援，慈善事业的恤嫠堂，都是寡妇再婚的阻力。事实上，由于生存问题，贫穷寡妇再嫁

的很多，而有钱之家就守寡的多。还有类似寡妇的贞女。订婚而未成亲，未婚夫亡，守志不嫁。清人对此

有两种看法，一主守贞，一主另配。清政府从维护男女名分出发，基本上支持守贞，予以表彰。由守贞而

又发展为“慕青”，即青年女子愿为原来没有关系的已亡故的未婚青年男子之妻，不再出嫁。女子婚姻的

不幸，迫使一部分女子以此逃避婚姻和家庭生活。这是清朝所特有的现象，在广东比较流行。“男主于

外，女主于内”，女子不能干预家庭外部事务，缺乏家政管理权。“女子无才便是德”，以一切听从丈夫

支配为美德。在对女子控制上，清代出现了许多新花样。政权、族权、夫权结合为一体，通过法律、旌

表、赈济、舆论等手段，强化了对妇女的统治。 

    女子处在沉重的压迫之下，也表现出反抗的情绪，在一定条件下投入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像王伦起

义中乌三娘是一员战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中的王聪儿充当了一支主力军的首领；天理教起义首脑李文成

的妻、女血战到最后时刻；太平大国军中有女兵；清末更涌现出鉴湖女侠秋瑾。这些是巾帼英雄。这是极

少数女子的行动。就清代整个历史看，将近人口二分之一的女子被封建势力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为生存而

挣扎，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宗族权力之外，甚至在家政之外。她们的聪明才智受到极大的压抑，无从发

挥。一半的人不能施展创造力，怎么能使社会生气蓬勃、欣欣向上？ 

    丁、从清人的社会生活里可以看出清人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谨小慎微、愚昧迷信、墨守成规；人

们处于无谓的奔忙中，无益于新事物的发展。 

    清人交往关系中极讲究礼仪，家庭中要晨昏定省，宗祠中依时祭祖，朔望宣讲宗规族约。官员、官民

均相见以礼，官员出行清道，平民见绅衿避于路旁。倘若绅士为挑担的樵夫让道，则被传为美谈。时令节

日、家庆日，亲友互相祝贺，依例送礼，送往迎来也要尽礼。一切依礼办事，人们害怕失礼。礼是封建的

政治、法律、思想、道德的总规范，明定了君臣、父子、夫妻、主仆等等礼节。各种人的衣食住行丧葬嫁

娶的制度、祭祀鬼神的制度，是等级的规范和标志。人一错了礼法，或者被政府议处，或者被人议论耻



笑，难于做人，难于在社会上正常生存，人们怎么不怕失礼呢？渗透于各个领域的繁文缛礼，令人缩手缩

脚、谨小慎微。 

    清人在生活中惧怕鬼神。国有大事，皇帝要祭告天地祖宗，民间之事也是这样，娶妻要三日庙见，新

娘才算得到祖宗认可，真正成了夫家的人。清人有停丧不葬的恶俗，迷信风水，认为要找到好的墓穴才能

下葬，以利子孙后世。人们信奉的神不知有多少，除了佛祖老君，有各种自然神，日、月、星辰一大群。

雍正中造风、云、雷、雨四神相，“以备祈祷”。民间求雨，抬着泥塑的龙王游街，朝廷则命大臣到庙里

（如北京的黑龙坛）进香。各种物件也有神，城市有城隍庙，乡村有土地神，这两种庙宇在民间具有很大

权威。读书人信纸神，不敢遭踏字纸，怕圣人怪罪，进不了学，得不到功名。灯火有灯神，熄灯有一定方

式，怕得罪了灯神，遭回禄之灾。 

    清代读书人迂腐的多，抱着功名不放是表现之一。年过花甲犹是童生，古稀秀才尚进考场，都被视为

美事。再一种表现是行事迂拙，泥古不化，“子曰学而时习之”外没有新知识。对于忠孝节义，往往身体

力行，宣扬不遗余力。 

    清代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笃信神鬼、礼尚往来、愚迂处世的社会风气，反映出人们的思想是禁锢的。手

脚是被束缚的，做人行事处处小心在意，不敢做出格的事，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至于变革现实的作风和思

想，则更是不可能为人所喜了。既然如此，清代社会怎么可能急速发展呢？ 

    

制约社会生活的诸因素 

    清人社会生活为什么是表现出来的那种样子，当然由其自身因素决定的，也还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

与影响。 

    清朝政府法令对社会生活起着规范性的作用。清朝政府关于等级的法令和礼制，设立族正，给予宗族

部分司法权的法令，旌表孝义节烈的政策；给义庄、善堂创建人的优免权与财产稳定权的法令，存留养亲

法的制定与实行，丧制中体现父尊子卑、男尊女卑的规定，以及肯定家长的不完全的杀子权，都是支持与

稳定等级、宗族、家庭结构的。本来，父家长制是封建专制的基础，皇权是家长权力的扩延。皇权为了自

身的存在与巩固，不能不极力支持宗族、家长的权力。所以，只要有君主制，宗族权力、家长权力就衰落

不了。清朝政府关于生活方式方面的法令，规定和改变了民间衣食住行的习俗和文化娱乐的趋向，如剃发

也成了汉人男子的习惯。前面说过，剃发中始终有斗争，但大多数汉人剃发后，把剃发看作是当然的事，

晚清革命党人反对剃发，很多人不理解，留学生出国剪发，回国搞假辫子，被人视为假洋鬼子。剃发成了

中国人的一种标志，成了民族象征。东北的汉族女子学习满人服饰尤甚，“盘头窄袖而不裹足”。在清

代，汉人吸收一些满人文化，是极自然的事情，并不管这种文化是否先进文明。 

    社会上层的风尚对社会下层的生活起着向导的作用。社会上层有经济条件和精力去追求生活上的享

受；局部改变生活方式和习惯，新鲜的高档的物品总是他们开始受用的。清人的衣着向华丽方向变化，在

北京，官员富贾中流行的服色，康熙中是一个样子，到乾隆末年大变样。如皮衣，从一般羊皮，变为狐铅

天马猞猁狲，再变为骨重羊草上霜。江南也是这样，有经济条件的人舍弃棉布，改为绫罗；鞋袜原来是家

里做的，后来也要到市场上购买式样新鲜的。食品方面，前已说过乾隆时北京流行吃填鸭，在外省的巡抚

就有人专门雇工喂养填鸭，以便食用。食物器具方面，嘉庆时内府卖出一批磁器，于是京师富人宴客，器

皿精致，美食又加了美器。西洋货进口，首先使用的是皇室、贵胄、官僚，乾隆时大学士傅恒家里“所在

有钟表，甚至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上层的趋向很快影响到下层，特别是有经济条件的人。如江南上

层人士宴客，原来是十几道莱，后来二三十味才算丰盛。暴发户请客，更其豪华，往往比达官贵人的高出

一倍，以显示他的富有。衣着上也是这样，上层人士争奇斗艳，下层人士跟着学习，所谓“贾竖贱役亦曳

缟履丝，以夸耀于闾里”。雍正帝赐给大学士张廷玉一副春联，词为“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张家

年年用其词作门联，后来官民袭用，希望都能达到张家的荣耀地位。下层人士的学习，一个重要原因是希

冀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份，与上层人士等同。如果有的人坚持原来的生活方式，疏衣素食，会被人指为吝

啬、守旧，遭到讥讽。 

    社会生产，特别是生产力的水平及变化制约人们的物质生活，从而规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崇尚

及其演变。在农业生产的条件下，人基本上离不开家园，只能听命于宗族、家长的治理。一家一户的小农

经济，劳动力过剩，又是笨重的体力劳动，女子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生产劳动权，只能依附于男子，充

当“家庭女仆”和生育工具。农业生产力水平低，手工业产品极不丰富，商业在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但

是康熙中期以后，特别是乾嘉道时期，工商业又有所发展。人们就在这种物质基础上进行消费，并随着生

产情况的改变追求新产品，改变与丰富娱乐生活。同时，某些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是适应经济发展的要



求，如苏州祠神的热潮，与商人去五通神庙许愿，祈求保佑发财不无关系。再如北京广宁门外财神庙“报

赛最盛”，每年正月初二日、九月十七日，“倾城往祀，商贾妓女尤伙”。善男信女游人之多，也反映了

工商业发展的要求。茶馆业的兴旺，固然是适应了人们消遣的愿望，同时茶馆成了洽谈商业、交流情报，

商人打官司、排解纠纷的场所，兴起有它的必然性。又如东北宁古塔地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的

活跃，人们改变了狩猎生活，服饰的质料、形式都变化了。眼见这种改进的人说：“只今风俗变，一一比

皇畿。” 

    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引起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些微变化。明朝以来，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断传

入中国，鸦片战争以后传播速度加快。耶稣教的传入，由明朝的极少数人信仰，发展到清代的成千上万

人。中国穷乡僻壤的无知民众，在传教士所到之处也信起上帝来，并把它加以改造，与拜祖宗结合起来。

洪秀全更根据它的某些教义和形式，组织起拜上帝会，借以推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一个时

期内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传了进来，中国个别士大夫，如冯桂芬，把它

同儒家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主张学习西方慈善事业，在中国兴办善济院、教养院、习艺所，收养、教育

贫穷无告者、乞丐、妓女。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其势力所及的地方，企图利用“慈善”事业加深对中国的侵

略；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希望占领这个阵地，以与侵略势力对抗。如同治间，江苏省苏松太道沈琛，“以

华人子女被洋人收买为虑”，下令所属各府州县兴办育婴堂。这就使该地区的育婴堂建设从单纯的保护婴

儿慈善性质，进而具有同西方殖民势力作斗争的性质。西洋的一些用品传到中国，如钟表、洋灯、眼镜、

西洋膏药等，成为时髦的东西，为社会上层人士所追求。鸦片的大量输入，使得中国从上到下的一群人成

为烟鬼。鸦片烟的嗜好，对清朝是严重的祸害。 

    社会生活自身的传统因素。清代社会生活，就其内容讲，许多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如元旦、元宵、

清明、端午、冬至等时令节日，宗族、家庭组织，等级结构，服饰发型，春祈秋赛，养优伶等等，有的基

本上还是历史的面貌。这种状况，不发生巨大的社会变革是很难破坏的，它要牢固地在下一个时代生存。

比如缠足，如果说自五代发生，两宋兴起，至清代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乃至清初统治者下令改变而未

能成功。当时汉人也有主张天足的。左都御史王熙就令家属放足，并上奏疏说明此事，然而遭到攻击，奏

章被人视为笑料，以为奏议谈这个内容是荒唐的。在这种裹足传统面前，禁止缠足的命令终归失败。缠足

之事，本可借助清朝禁令解决，之所以未能实现，就是传统因素的力量在起作用。诸如门第、尊祖敬宗、

男尊女卑、主仆名分等等传统意识，被视为天经地义，紧紧地束缚人们的思想。前代的民俗清代保留下

来，成了清代的民俗。清代的风俗很多来自前代，体现了民俗的传承性。 

    

开展清代社会史研究的意义 

    在清史领域里开展与加强社会史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清代离我们很近，它的灭亡不过七十

多年，它的制度、风气有着深远影响，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消失净尽。那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内容，是令

人关注的。开展清代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我想是： 

    第一，有助于科学的清代史的早日建立。家庭、宗族、妇女、儿童、老年的历史，婚姻、丧葬、节日

的历史，衣食住行的风尚的历史，过去往往不重视，不研究，不仅这些专门史不清楚，它们同其他历史内

容的关系也不清楚。这样解释历史，只能了解它的部分内容，实际是片面的，谬误很多，至少是很难成为

定论。如清初主要社会矛盾问题，讨论多年，民族矛盾为主、阶级矛盾为主等观点都提出来了，但是没有

考虑其中属于社会史的内容，所以没有把问题深入下去，也难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再如过去不注意妇女的

历史，不把研究女子当作研究历史的前提，不把女子当作历史的主体、历史的主人，或者只注意到她们是

牺牲品，忽视她们是战斗者、创造者的一面。排斥她们，历史自然就不完整了。只有把她们作为历史研究

的对象，弄清她们与男子的关系，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与政权、族权、神权的关系，与传统观念的关系，

才可能对历史作出科学的说明。 

    第二，有助于四化建设中的移风易俗。上行曰风，下效曰俗，风俗是上下结合形成的。风俗有它的传

承性，今天的一些风俗，包含了清代甚至更古时代的一些内容、形式和精神，婚丧讲形式、讲排场，就是

传统的东西。民国以来把过去的一些祠堂、寺庙改为学校，是一种社会进步现象，于今又有人取消学校，

改为祠堂，这是倒退。买卖婚姻、包办婚姻、娃娃亲还在一些地方流行，重男轻女的观念和作风，造成一

些家庭的破裂与妇女的受虐待。有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亡故的老太爷、太夫人大做丧事，动用机关人员、车

辆，用小学生做鼓乐仪仗队，以实现光宗耀祖和摆威风的虚荣心。现在人常有一句“八旗子弟”的话，用

以表示对某些子弟凭老子地位谋差使的不满。如果把清代社会史搞好，上上下下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启

示，端正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作风，抛弃肮脏陈旧的东西，移风易俗，使社会文明新风尚得以形成和牢固地

确立。 



    第三，使清史的研究面向广大群众，才会使这种研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社会史研究的内容是群众生

活中经常碰到的，同群众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很好地把它告诉给人们，会受到群

众的欢迎，使史学走出史学家的圈子，得到健康的蓬勃的发展。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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